侵华期间,日本为了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全然不顾国际社会在《日内瓦协定书》中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规定,丧心病狂地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华北、华南等地区研制、试验细菌武器,并对中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袭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近10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发掘,学术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反驳日本的右翼言论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侵华日军细菌战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进展

         由于日军细菌部队进行试验、实战均比较隐蔽,加之日本战败投降之际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这给研究者带来相当大的不便,因此,要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首先就是要全方位收集、整理、挖掘相关的史料。近10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调查、取证,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相关史料的整理收集取得了一定进展。

        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等在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发现并公布后,以这些档案为线索,于2000年7月投入对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的调查,完成了力作《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一书。作者对原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的追踪调查和研究,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此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研究资料,还对“特别输送”的由来、过程及其规模和罪恶深重的后果作了剖析[1](P3~4)。

        罪犯的供词是揭露罪犯罪行的最好证据,当事人对事件的描述和内心的反省是最有说服力的。基于此,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拂洋编写的《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此书首次在我国正式出版,是一本保持原有风貌的“历史审判材料”。作者在全书中按审判程序分为预审文件、被告和证人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和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六大部分。此外,还配有部分前日军机密文件照片,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必备史料之一[2](P3~4)。

        辽宁省档案馆还整理了一批关于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细菌工厂、研制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军民的调查材料。主要记述了日军七三一和一OO部队设立细菌工厂,专门培植和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违背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用活人进行试验,搜集大量黄鼠,并多次在中国城乡撒布细菌,造成严重瘟疫等罪恶行径。这些档案是侵华日军的罪证,它充分反映了日本细菌战犯杀人成性的残暴本质,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要史料[3]。

        对于口述史料的整理与挖掘对于现代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事人不仅是事件的经历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指控时,就是最为关键的证据。因此,要加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的保护和研究,即“要抓住日军细菌部队要害罪行取得证据,要抢救性地寻找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人证,要着重揭开日军细菌部队‘防疫给水的面纱’,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4]。正是基于此,学术界开始对日军细菌战的口述史料进行整理与挖掘,如黑龙江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在当时石井研究所霍乱试验地背荫河李瓦房屯当事人和居民、日本仍健在的细菌部队人员进行相关的调查和取证,整理出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史料。

        总之,学术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对近年来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伤亡人数的研究

       综前所述,由于日本战后对相关档案史料的恶意销毁,加之长期的战争状态,对人员伤亡情况的调查困难。因此,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也是历来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近10年来,由于一些口碑资料的相继发掘,对于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和深入。

        关于具体死亡人员的范围,学者们认为日军细菌战中的死亡人数不但包括其在实施细菌战过程中直接受害致死的人数,也包括那些由于受到各种细菌感染若干年后致死的人群,更应包括日本细菌部队在进行细菌实验过程中作为人体实验的中国人。这在近10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

        关于中国被害人数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谭元亨在其编著的《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一书中指出: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所被披露的远只是冰山一角,过去称中国有100万人死于细菌战,仅仅是极为保守、大大压缩的数字。因为,在著名的伯力大审判———专门针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被审判的日本少将军医佐藤俊二博士,就因为在广州“无所作为”而被减刑。可50年后,他当年在广州直接指挥用细菌杀害数以万计的粤港难民的罪行终于被揭露出来,这足以证明这个数字的失真,当日的辩护律师是有过错的[5](总序)。郭成周、廖应昌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中,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细菌战屠害中国人的实证。“据1938年至1944年间留存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华北、西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我方军民死亡人数十万之多,仅浙江省义乌县一个很小的山村,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有386人死亡,其中有19门满门灭绝。”[6](P8)赵焕林等在《罪恶的日本细菌部队》一文中,也对日本投降后其细菌战给中国部分地区带来的后果和伤亡人数做了记载:“长春市内及二道沟子、怀德县、王爷庙等附近也发现了可怕的传染病,大量村民因食用日本留下的米面中毒死亡,仅怀德县大榆树村在1945年8月间,就有40多户村民全部中毒死亡,附近村屯亦有400多人传染病菌后死去。”[7]

        三、关于日军使用细菌战地域范围的研究

        过去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东三省,因为石井四郎最早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细菌战试剂工厂、人体实验室和靶场。随着各地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调查,使人们逐渐了解日军使用细菌战的地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

        徐文芳在《原日本侵华军细菌毒气战分布及简介》一文中,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结束,“由七三一部队为主,联合其他细菌部队的多次‘奈良部队’远征在山海关以南进行细菌配合毒气作战达115个县市之多”[8],涉及中国15个省。范围之大、面积之广让人震惊。此外,作者还绘制了较为细致的原日本侵华军细菌战分布网络示意图,这对于直观感受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地域分布,感受那场灭绝人性的战争大有裨益。

        东北地区仍是细菌战研究的主要区域之一,如吕晓梅、王刚、孙慧伶等对七三一、一OO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七三一、一OO细菌部队的溃逃与罪证的销毁、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审判及调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人们对东北的两支细菌部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9]。

        关于其他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关于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研究成果十分丰厚,如陈先初在《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10]、《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日〕松村高夫的《1941年湖南常德的细菌作战》[11]中都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日本对常德地区实施投放的大量鼠疫细菌的过程和成因。尤其是陈先初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一书,对常德地区细菌战的研究更为深入。

        在王选女士和吴永明先生的大力推动下,江西细菌战的受害调查和研究在近年来开展起来,如吴永明在《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一书中,对日本细菌战谋略的形成,从文化、思想根源和战略目的等方面探讨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原因,尤其是描述了日军细菌部队对江西实施细菌攻击的全过程,详细记述了日军在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等地的细菌战情况。研究日军对浙江实施的细菌战也取得了喜人成绩,邱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三秦出版社, 1999年版)一书,极大地推动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此外,包晓峰在《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一文中,对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进行了探讨,认为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人数达30万以上,死亡超过6万,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12]关于日军对广东实施细菌攻击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频频见于学术著作之中,如谭元亨在《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一书,对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军曾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所使10万粤港难民死于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把它称为东方奥斯威辛。本书以大量的图片与配文对这次暴行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与追诉,以大量的史实对日军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批判,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研究著作。此外,诸学者对日本曾在山西等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章书的《日军在山西也进行过细菌战实验》[13]、张树纯的《石井四郎在山西进行的细菌战实验》[14]等文章中都有详尽的阐述。

        四、关于对日军细菌战主要责任者的研究

        诸学者在介绍和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分类及其实施过程的同时,对细菌战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追溯,以便人们认识这些战犯的真实面目并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的学者将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主要责任归结为侵华细菌战的具体军官和将领,如杨韶明在《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部队》一文中,详细剖析了细菌部队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与细菌部队的活动及关系,对石井四郎说服日本政府使用细菌战、建立细菌部队作了说明和分析,指出石井四郎在日军对华实施细菌战这一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5]。有的学者把战争的责任归结于日本的国家元首即日本的天皇,认为日本天皇应该为日军发动细菌战负最主要责任。如高凡夫、赵德芹在《日本天皇裕仁与细菌战》一文中,披露了日本天皇裕仁与细菌战的密切关系,作为细菌战的主要战犯,他理应受到历史的严正审判[16]。有的学者把战争的责任直接归结于日军军部,如高兴祖在《论日本军部进行细菌战的罪责》中指出,日本军部对日本发动细菌战应负主要责任。作者认为:“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建立的,它们遵照军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在中国宁波、常德和浙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致使中国和平居民大量死亡,日本军部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罪责的”[17]。

        五、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战争遗留问题

        细菌战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和影响并未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它的危害直至今天乃至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均将持续。因此,学术界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战争遗留问题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刘雅玲、龚积刚的《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作者对受害者的控诉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此外,李晓方在《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中,对战争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和访问,为展示细菌战对今天的影响、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李晓方自2001年起,在浙江、江西两省寻访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先后访问了杭州、金华、衢州、丽水、上饶等20个县市的200多位炭疽、鼻疽细菌受害幸存者。书中记录了其中100位老人的悲惨遭遇,并配以图片,详细记载了他们因遭受侵华日军施放的炭疽、鼻疽感染后,肌肤溃烂,其中不少人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的遭遇,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反映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惨状的画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细菌战问题国际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吴永明、谢志民在《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一文中,对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江西实施过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攻击以及战争遗留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日军细菌战制造了一个严重的细菌污染区,时至今日,江西地区仍然有动物鼠疫活体,依然存在从动物鼠疫传染到人间鼠疫的危险,可见,日军细菌战危害的深远,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伤害,也给中日关系留下了百年伤痕。”[18]此外,杨万柱、刘雅玲等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进行了回顾与思考, 2002年8月27日,在日本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一案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七三一部队等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却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者对这一诉讼案进行回顾和思考时指出,“通过细菌战诉讼案的实践,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日索赔案的实质是政治斗争,细菌战诉讼案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我们应抢救历史,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史的学术研究应该加强。”[19]

        对日军细菌战的战争遗留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且,无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社会价值而言都是十分可贵的。

        六、不足与展望

        纵观近10年来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取得成果的背后,仍有很多值得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应该加大力度,尤其是对一些口述史料的抢救性挖掘和整理应该放在突出位置;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危害的研究还显得相对薄弱,缺乏一些更为准确的统计和分析;对受害人寻访和对细菌战的取证,学术界关注的并不很多,应该增加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和调查;一些文章学术分量不足,只留于表面的介绍,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应该加强;对各个细菌部队和各个地域的细菌战情况进行个案研究的较多,对细菌部队之间的关系、各个地区细菌作战的整体部署研究的尚不多见,这成为近年来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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